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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远

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及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在丰富的研究实

践中矫正了来自西方的某些方法论的局限与弊病，形成了自己若干行之有效的

方法论范畴，对此，我在《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特别是《比较文学系谱学》中有

过总结与论述。随着研究实践的不断推进，方法也需要不断探索和更新，而方法

的自觉更新，又必然推动研究上的创新。就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而言，尤其如此

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可以划分为“点、线、面”三种类型。“点”就是具

体个案问题的研究，如日本学者丸山清子的《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杨仁敬先生

的《海明威在中国》之类，重在材料发掘与微观分析，追求的“深度模式”；

“线”就是许多个案在纵向时序链条上的关联性研究，如钱林森教授主持的十

五卷本《中外文学交流史》、王晓平先生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等书，重在历

史性的系统梳理，追求的“长度模式”；“面”就是空间性的、横向的关系研究

如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钱念孙先生的《文学横向发展论》等书，重

在理论性的概括与总体把握，追求的是“高度模式”。三种类型互为依存，相辅

相成。其中，“点”的研究是全部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点”的研究不足，

“线”也无法连成，中外文学关系史就写不出来，同时，相关的理论概括就缺

乏材料的支撑，“面”就不成其“面”而流于支离空疏。只有“点”的研究积累

到一定程度，才可能有系统的“线”性著作出现，才可能有总体性综合性的

“面”的理论著作问世。而随着“点”的研究的不断增多，又会不断补充其

“线”、充实其“面”，促进中外文学关系史类著作与相关理论概括类著作的更

新与提高。可见，“点”的研究实最为基础、最为重要。

“点”的研究很重要，“点”的研究方法的更新也很重要。但迄今为止，关

于“点”的研究的方法的探索与概括，最为不足。例如以两个以上作品本文的审

美分析为特征的“影响研究”，固然属于“点”的研究，但这种方法如果缺乏

明确的学术动机与问题意识，弄不好就会流于“大胆的假设”，而最终无法求

证，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而言，有时不免失之于“虚”；美国学派提出的

“平行研究”法，主要在没有事实关系的两个以上的对象之间进行比较，也属

于“点”的研究，但这种“平行比较”的方法流行简单化，而缺乏学术价值，

它得出的结论很有许多难被“文学关系史”所采信。我国学者在“平行研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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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修正而成的“平行贯通研究”法，不满足于 X 与 Y 两个“点”的比较，

而追求连点成线，所以它不再属于“点”的研究方法的范畴。更不必说法国学派

的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研究”方法，则属于“文学史”的研究方法的范

畴，更适合于系统的文学发展史的研究。可见，在我国、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学术

史上，关于“点”的研究方法的探讨，最为薄弱，问题也最大。

最近一两年，我在申报与承担政府资助的相关课题的过程中，试图在

“点”的研究寻求突破，并谋求在方法论上有所更新。我所思考和探索的方法，

是“比较语义学”。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有一门研究古汉语词义解释的一般规律和

方法的学科，叫作训诂学，它与文字学、音韵学共同构成传统“小学”的三大内

容。训诂学的宗旨是对古代文献的词义做出尽可能正确的解释，以帮助今人理解

古字古词古文，因此训诂学也可以称作古汉语词义学，这与现代“语义学”有

相当的类似。先秦时代的“名家”及“名学”，还有发展到汉代末期至魏晋时期

的“名理之学”，都围绕名实（概念与实在）关系加以考辨，也与现代“语义

学”相近。欧洲各国则有渊源流长的“阐释学”，但阐释学主要是对文本意义的

阐释，而不是对词语意义的解释。19世纪初叶，发端于德国的“语义学”，则是

当时的语言学繁荣发达的产物，它将阐释的重点转到词语及其含义上。1838年，

德国学者莱西希较早主张把词义的研究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他称这门学科为

“语义学”。1893年，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首先使用了“语义学” 这个术语，

并于1897年出版了《语义学探索》一书，从此，语义学逐渐从词汇学中分离出来

成为语言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并逐渐影响到英美世界。此后，语义学逐渐方

法论化，并向相关学科迁移，并出现了三个主要的分支与流派。一是“语言学语

义学”，作为语言学的一部分，主要是运用词汇统计学的方法，研究词义之间

的关系及其演变；二是“历史语义学”，不是对普通词语，而是对特定名词概

念（关键词）的语义生成及嬗变进行历史的诠释，也称“概念（或观念）史研

究”，三是“哲学语义学”或称“语义哲学”，主张只有语言才是哲学分析、逻

辑分析的最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对象，注重对语词和语句做所谓“话语分析”。

近几年来，已有人注意到了国外的“语义学”、“历史语义学”的研究并加

以提倡，武汉大学还专门召开过关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并编辑出版了题为《语义的文化变迁》的会议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其

中，历史文化语义学的主要提倡者和实践者、武汉大学的冯天瑜教授在收入该书

卷首的《“历史文化语义学”刍议》一文中，认为陈寅恪提出的“凡解释一字，

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名论，昭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精义，历史文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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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学就是要“从历史的纵深度与文化的广延度考析词语及其包蕴的概念生成与

演化的规律”。从我国近年来的相关研究的实践上看，在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一

系列所谓“关键词”的研究，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西方文论关键词》《文

化研究关键词》等书的立意布局，显然都是受到了语义学方法、特别是历史语义

学方法的影响。这种方法的运用使相关研究在各个“点”上更为凸现和深化，又

具有历史意识的贯穿，故能每每新人耳目。但是，我国现有的许多的“关键词”

研究，仅仅是对“语义学”方法的运用，还不是我所说的“比较语义学”。因为

不管是中国的训诂学，还是欧洲的语义学，还是当代中国的“关键词”研究，

大都是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体系内进行的。只有当“语义学”研究扩大到

跨语言、跨文化的范围，那么“语义学”才能成为“比较语义学”。

我认为，我想，可以将“语义学”的方法加以扩展与改造，使之发展为

“比较文学语义学”，可简称“比较语义学”，并将它作为比较文学、特别是中

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比较语义学，

更为准确的称谓或许应是“比较词义学”。因为它是对构成语句的最小、最基本

单位的“词”的研究，特别是对那些形成了概念乃至范畴的“词”的研究，而

主要不是研究那些由一系列词汇构成的语句。不过，鉴于“比较语义学”的称谓

已有约定俗成的倾向，所以如此沿用下去也未尝不可。

那么，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比较语义学”是什么呢？就是在跨语言、

跨文化的范围与视野中，对同一个概念范畴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

文学交流中的生成与演变，进行纵向的梳理与横向的比较，以便对它的起源、形

成、运用、演变的历史过程做追根溯源的考古学的研究，描述其内涵的确立过程

寻求其外延的延伸疆界，分析某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展变化的具体的历史文

化语境，从丰富的语料归纳、分析与比较中，呈现出、构建出相关概念范畴的跨

文化生成演变的规律。

在西方学者已有的研究实践中，有对某些名词概念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语

义研究，自然属于以上我所界定的“比较语义学”的范畴。但对西方的“语义

学”来说，跨语言、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虽然也有，却不是必要的条件。换言之，

在一种语言内部从事语义学研究也完全可行的，并且是语义学研究的主流。而且

欧美世界的语义学研究，即使跨出了某种民族语言的范畴，也是在西方语言系

统内部进行的。并且，他们似乎并没有形成“比较语义学”的学科方法论的自觉

而作为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比较语义学”，似乎更是无人提及。

中国学者来说，从事“比较语义学”具有天然的优势、丰富的资源。中国与

西方各国，与亚洲邻国，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与文学交流关系，细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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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发现这些交流常常是以某些名词、术语、概念为契合点的。特别是在东亚汉

字文化圈中，在东方比较文学的框架内，对流转于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各国的

汉字名词、概念、术语、范畴等，进行上下左右的比较研究，对中国学者而言是得

天独厚的。当我们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由通史、断代史的“线”的研究转向更

具体深入的“点”的研究时，最闪亮的“点”之一，可能就是在中外文学交流

中形成的若干概念或范畴。

中国学者虽然还没有人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比较语义学”方法概念，但实

践走在理论前面，在“语义学”及“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方法论指导下，近几

年来我国学者在历史文化、政治、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实践中推出了一些成果，很

好地体现了“比较语义学”方法的特点与优势。例如，陈建华先生的《革命的现

代性——“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一书，从中国古代的“革

命”、到西方的“革命”、到日本的“革命”，从文化文学的“革命”，再到政

治的“革命”，从作为翻译语的“革命”，到作为本土语言的“革命”，都做

了周密的上下左右的关联研究，从而围绕“革命”这个词，生成了一个严密可

靠的知识系统。同样，冯天瑜先生的《新语探源——中日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

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一书，对清末民初在外来影响下一系列汉字术语的

生成过程与传播的历史文化背景，都做了细致的比较、分析与研究。冯天瑜先生

的另一部著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对中国古代的

“封建”概念，日本传统的“封建”概念，作为西欧译词的“封建”概念，都

做了横跨东西方的比较研究。对“封建”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歧义与演变，做

了前所未有的梳理与呈现。方维规先生用德文写作的《近现代中国“文明”“文

化”概念的产生与变迁》（2003,亚琛），用中文写的《西方“政党”概念在中国

的早期传播》（2007，香港）等论文，也是成功的“历史语义学”的研究。此外，

还有学者对“人民”、“政党”、“国会”、“哲学”、“心理”、“科学”、“艺

术”等在中、日、西之间辗转迁移的关键词做了“比较语义学”的研究。这样的研

究，不懂中文、日文的西方学者做起来很困难，中国学者则显得得心应手。相比

而言，不无遗憾的是，目前在我国的比较文学领域，还没有出现运用成功“比

较语义学”方法的代表性成果。不过，以上提到的相关学科已有的成果，却很值

得比较文学界加以充分注意，并应该从中汲取方法论上的启示。

我认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比较语义学”的方法涉及到两种不同的研

究对象。

第一种，某一名词、概念或范畴，以同形（写法相同）、通义（意思大致相

同）、近音（读法相近）的形态，在不同国度的辗转流变。例如，在宗教哲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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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汉译佛教词语、儒家哲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之于中、印、日、韩、越等国。在文

学领域，中国的“诗”与“歌”字的概念之于传到朝鲜、日本各国。中国古代的

“自然”概念传到日本，近代日本人用“自然”来翻译欧洲的“自然主义”，

然后“自然主义”这一译语再由日本传到中国，等等之类。这种情况在东亚汉字

文化圈，有大量的研究资源。以相同文字（例如汉字）书写的某一个概念，在不

同国度与不同语言中的移动或转移，我们可以称为“移语”，这方面的研究也

可以叫做“移语研究”。

第二种，就是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所形成的词语概念，叫做“翻

译语”，可简称“译语”。例如，“文学”这一概念，在中国，有作为本土概念

的“文学”概念，有从日本引进的作为西语之译语的“文学”概念。再如，中国

古代文论有“味”的概念，印度梵语诗学中也有“味”的概念，而梵语的

“味”则是中文的译语。对译语的“比较语义学”研究，与翻译学研究中的译词

研究有一定关联，但作为“比较语义学”的研究，所研究的词语，必须是在文

学交流史上形成的具有概念与范畴意义的词语，而非一般词语。

当然，但在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移语”研究

与“译语”研究可以分头进行，也可以交叉进行。但是，比较文学中的严格的

“比较语义学”的方法，主要运用于同一词语、概念或范畴的跨文化的传播、影

响与接受、变异等的研究，而不是完全没有传播、没有影响关系的词语、概念之间

的平行比较。例如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中国的“风骨”与西方的

“崇高”之类的概念范畴，因互相之间没有传播与流动，则不属于“比较语义

学”的适用范围。归根结底，“比较语义学”是国际文学交流史中以词语、概念

或范畴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的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的方法。对相关词语、概念或

范畴的平行的对比，也应该在事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若不如此界定，则“比较

语义学”作为研究方法就会弥漫化、普泛化，并最终失去它的具体可操作性。另

一方面，“比较语义学”的方法运用到比较文学中，又不同于通常的文学交流

史的传播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它要求语言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的交叉，要求对语

义做动态的历史分析与静态的逻辑分析，对语义形成流变起重要作用的哲学、宗

教、历史等的深度背景，也要予以揭示。因此，“比较语义学”既是一种具体可

操作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有着广阔学术视野与深厚思想底蕴的学术观念。

“比较语义学”的方法，对东亚汉字文化圈区域文学的比较研究，尤其具

有适用价值。

我在近来所做的有关中日文学关系、中日文论关系的相关研究中，也在自觉

运用并检验“比较语义学”的方法。在完成《日本古代文论选译》的基础上，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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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比较语义学”的方法，对中日古典文论的一系列关键概念，进行比较研

究。这些概念包括：1.文；2.道；3.心；4.气；5.诚；6.秀；7.体/姿；8.雅；

9.艳；10.寂；11 .花/实；12.幽玄；13.物哀；14.情/余情；15.风流，等。

例如，我在《道通为一 ——日本古典文论中的“道”、“艺道”与中国之

“道”》一文中，认为，日本的作为抽象名词的“道”是从中国传入的，但这个

“道”在日本却失去了作为本原与终极本体的最高抽象意义，日本古代文论对

中国之“道”的理解，受制于日本儒学对“道”的“人道”及“圣人之道”的

规定，同时又回避了儒学之“道”中的“性”、“理”的抽象内涵，而专指学问

或学艺，“道”由此而与日本古典文论产生了密切关系，并成为日本古典文论

的元范畴。由“道”为中心产生了“和歌道”、“连歌道”、“俳谐道”“能乐

道”等一系列相关文论概念，并最终形成了统括性的范畴——“艺道”。

再如，《从“文”到“文论”——中日“文论”范畴的构造与成立》一文中

认为：“文”这一概念是中日传统文学深度关联的一个重要的契合点。在中国，

“文”的含义有两个基本层次：一是哲学之“文”、二是 “文学”之文；在日

本，“文”也有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文学之“文”，二是语言学之“文”。两国

之“文”的含义有一层上下的错位——哲学意义上的“文”未能深度融入日本

文化，而语言学意义上的“文”在中国很少使用。但在文学的层面上，两国之

“文”是完全啮合的，并且成为两国统括各体文学的最高范畴。在“文”及“论

文”的基础上形成的“文论”这一概念，作为统括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文学批

评的最恰切的范畴，无可替代，对日本传统文学也同样适用。

又如，我在《日本古典文论中的“心”范畴及与中国之关联》一文中，指出

日本古代文论中的“心”范畴，涉及到文论中的创作主体论、心词（内容与形

式）关系论、审美态度论、主客统一论。日本的“心”“有心”“无心”的概念均

来自汉语，在语义上接受了中国影响，但在中国，这些主要都是哲学概念而不

是文论概念，在日本则主要是文论概念。日本文论中的“心”论及其衍生出来的

“心·词”、“歌心”、“有心·无心”等概念，都与中国有关，但相比于中国

文论中的“心”论，具有较高的范畴化程度，“心”论在日本古典文论中的地

位与作用，也较中国的“心”论为高。

接下来，对于中日近代文论中的基本概念也选择了十五个，并对此做比较

语义学的研究，这些概念包括：1.革命/文学革命；2.古典文学/近代文学/现代

文学；3.西学/中学（国学/国粹/国故）；4.民族文学/国民文学；5.贵族文学/

平民·民间·大众文学（雅/俗）；6.东洋（方）文学/西洋（方）文学；7.世

界文学；8.文学史；9.新文体；10.翻译/翻译文学；11.佛典（经）翻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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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写实/写实主义；13.美/审美/耽美；14.悲剧/喜剧；15.余裕。对以上三十个

关键概念与范畴，以“比较语义学”的方法加以深入探究，在语言学、哲学、美

学、宗教学、文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阈中，研究中日这些相关概念的生成及历史

文化背景的关联，相关词语迁徙流布的路径，词义的对应与错位，相关词语的

概念化、范畴化的过程及其相互影响。此部分的研究，是本人主持的国家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2008年度重大项目《中国近现代文学理论基本概念的起

源与发展》课题中的一部分。

总之，比较文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个很前沿的学科。它的前沿性主要应该

体现于它的理论创新上的探索性、学术观念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学术方法的多样

性与新颖性。“语义学”无论在中外学术中都不是一种新方法，但在此基础上改

造优化而成的“比较语义学”方法，对比较文学研究而言无疑是一种新方法。它

的运用，可以一定程度地更新既成的比较文学研究模式，特别是对中外文学交

流史、东方文学、东亚文学关系史而言，“比较语义学”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必

将能在文学交流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等“线性模式”之外，在“点”的研究上

有所加深，从而开辟另一新的天地。

应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提倡“比较语义学”的方法    7


